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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研究，1950 年代国家创造出“汉族”这一身份，但却无能形塑之；假如国家不在场，“汉

族”就会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地域性族群如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或基于城乡差异的族群，或基

于当地人-外来人分野的族群。1这恰是对数百年前欧洲学者创造出的“中国本部”概念的否定。 

若以文化为标准，我们便可视中国为各种关系聚合的体系：即便京城亦是多元混杂2，并无

所谓族性本部之说。民间如此，上层亦不例外。陈寅恪在 1930 年代的研究，发现李唐实为鲜卑

族后裔；3这便是中国历史上他族入主中原的途径之一，是以“汉人”自许；摒弃狭隘的族的思

路，以中华正统和天下共主自许，如满洲，则是另一途径。 

中国诸文明相对不重视“族”。如道家和儒家的天下观，都明确地排斥排他性的“族”在思

考天下时的位置，佛家（藏传、汉传和上座部）的空性思想同样摒弃执着于“族”的观念；正是

这些非族性、超族性的思考方式，强有力地支撑多元、多样和包容性的思想4与实践。譬如伊斯

兰教在传入中国后，跟中国诸文明互动，产生本土化的教派如西道堂等，在融合儒家文化和藏文

化方面贡献尤其出色。5 其中汉文明对天下的想象，可以五服制为例，即《国语·周语》所载“先

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他观的人类学强调本土概念

在解释当地社会-文化事项和历史时处在首要地位。不然，若按欧洲-西方的“本部”族性地理学

来看，甸、侯、宾、要、荒五服中，哪一服应算族性本部呢？如此思考，则实是根据欧洲标准将

“天下”秩序族性化。 

 

 

【论  文】 

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6
 

 

张  永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

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

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因而产

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

机。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

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十八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

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这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重大决策。南

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

性，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因此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 

                                                        
1 Joniak-Lüthi, Agnieszka. The Han: China’s Diverse Majori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2 王铭铭：《超社会体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3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1 年 1 期。 
4 最近的例子，可参赵汀阳：《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 
5 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见敏生光，《刘智思想与西道堂》，《回族研究》1991 年 4 期；亦参马强，《走出边缘困境：

从成达师范透视民国时期回族精英的文化心态》，《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 4 期。与藏文化的融合，最先为李

安宅所注意；近来唐聪丽有专门的跟进调查（《西道堂在藏区——穿越社会之商业“王”》，四川大学硕士论文，

2012 年）。 
6 本文刊载于 近代中国网 2017-4-24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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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要在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而视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同盟会誓词，但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却历来并不清

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 1906 年在日本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有这样的解释：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州，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

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二、恢复

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1
 

这个阐释的含糊之处在于没有说清其中的地域概念，历来人们往往把誓词理解为推翻满清政

府，在旧政府原有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建立新国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驱除”并不等

于“推翻”，当然也不是“灭绝”，“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按照

明朝开国的旧例，是把异族赶回其祖居之地，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如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

蒙古草原，这里就含有分裂的意味；“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汉族被满清灭国前的情况，

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汉族居住地区，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

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

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

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在 1906 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

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

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
2
 1912 年 2 月 12 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

刚退位，孙中山就决定于 15 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以上

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

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

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3
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

此规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

来源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关于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土地范围，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还是以“十八行省”最为普遍

接受。孙中山认为这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

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4
 1905

年秋与汪精卫谈到军政府时孙中山说：“洎乎成功，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

擅，其道无繇。”
5
当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邹容《革命军》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

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
6
武昌起义后，军

政府以象征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对全国发出的文告也都以“十八省”为号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96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 
2 同上 325-331 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95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 
4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223页。 
5 同上书 290 页。 
6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 670 页，张枬、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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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详见后文。 

偶而也有“十九省”的提法，不过影响不大，比如章太炎也是主张要收复汉族故土，不过可

能是追溯到了汉代班超、班勇在西域的事迹，把新疆也算进来成为十九省，似乎忘记了新疆到晚

清才成为行省：“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

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而吾汉人于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

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
1
实际上“满洲之土”已经有

大量的汉族迁入“侵攘”，但章太炎作为一个南方人似乎并不太清楚。 

要之，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并不把满蒙等少数民族区域当作中国固有的领土，所以在革

命后建立新国家时可有可无。1908年《民报》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论”中批判满清政府时称：

“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赎其长白山之故巢，亦既无赖极矣。”
2
这等于否认辽东半岛是需

要保全的中国领土。1908 年《民报》章太炎“排满平议”中有：“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

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

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
3
 认为

从中国版图把少数民族区域分割出去，更加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上，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欧洲从十九世纪开始日益发达的所

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即认为民族独立建国至为正大，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

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这种思想在《江苏》、《浙江潮》、《民报》等当时

著名的革命派刊物上广为宣扬，影响很大。1903 年《江苏》“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有：“试

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

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

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4
  

当时革命派中甚至有非民族的国家不算国家的论断，1903 年《浙江潮》“民族主义论”一

文阐发颇为透辟，严厉批判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

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

内容则键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不同。因此四者，而利害乃相

驰焉，而感情乃相背焉，而欲键而结之，而出于公同，无已则以政府之威压力。虽然，自古及今，

有不亡之国者矣，未有不亡之政府者也。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

罗马是也。彼虽能键无数民族于一国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

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泡影焉。”
5
 清王朝的广阔疆域是在康熙、乾隆之世，由“十全

武功”的征伐奠定，由上面的思想推论，大清国当然也不得谓之国，自然也难免解体的命运，革

命创建的新国家当然也不可能完整继承清帝国的版图。 

明确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国家”的，是 1903年《江苏》“政体进化论”一文：“如

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

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

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

                                                        
1 章太炎：“正仇满论”，1901 年《国民报》第四期，同上书第一卷上册 97 页。 
2 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1908 年《民报》第十九期，同上书第三卷 43 页。 
3 章太炎：“排满平议”，1908 年《民报》第二十一期，同上书第三卷 51 页。 
4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1903 年《江苏》第五、六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 588 页。 
5 余一：“民族主义论”，1903 年《浙江潮》第一、二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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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建我新国，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
1
  

综上，可以看出革命派中存在着以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

想，对于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则认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偏激一点的甚至认为没有更

好。当然，受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影响较深的只是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即使是这部分

人后来在立宪派的舆论攻势之下，也不得不把这种对于国人来说过于激烈的主张隐藏起来。立宪

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以为满汉早已融合，革命必遭瓜分，特

别是杨度 1907 年在《中国新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报叙”一文，论述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

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
2
 颇能言之成理，

迫使革命派不得不正面回答。 

《民报》相继发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汪东“革命今势论”等文章，加上前一年发表的

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算是对立宪派的回答。然而，汪精卫完全以美英“门户开放”

政策立论，回避了民族分裂问题；章太炎、汪东则一相情愿地认为蒙、回、藏各族发展程度不足

以自立，畏惧列强则必然依附中国，回避了由激烈民族主义对各族的冲击而产生的离心倾向；总

之，革命派的回答说服力不强，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应付，内心深处仍是以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去留

是次要问题，不必在革命胜利之前重点加以考虑。  

 

二、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为日本黑龙会等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黑龙会 1901 年 2 月 3 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

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

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3
 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 1900 年庚子之变中

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

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

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 1894 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

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

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 1898 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

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 年 7 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同

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 7 月 30 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

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 1906 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

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4
1912 年 2 月初南

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

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由于 2 月 12 日

                                                        
1 竞盦：“政体进化论”，1903 年《江苏》第一、三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 545-547 页。 
2 杨度：“中国新报叙”，1907 年《中国新报》第一期，同上书第二卷下册 872 页。 
3 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15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同上书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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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

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孙中山、黄兴曾有这样的意图，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

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
1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同盟会是伟大的爱国团体，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何以孙中山

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

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

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

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

条件达成某种共识，这与同一时期康有为坚决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要和以并

吞满蒙为根本目标的黑龙会达成合作的共识，除了出让满蒙还可能有什么合作条件呢？ 

实际上，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是坚定的爱国者，但仍然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

上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给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一，革命派中流行着狭隘“民族建

国主义”及由此产生的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把满蒙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其

极端的表现是认为“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这一方面是受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认为满蒙历史上不是传统的汉族聚居区，或许也因为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的迅速崛起；第二，不了解我国北方汉族在清代大规模扩散，因而形成广阔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

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缺乏认识。由于巨大的人口增长，清

代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汉族人口向东三省、内蒙、新疆等地大规模移民，形成了广阔的

民族杂居区，革命派中大多是南方人，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对南方沿海人口移居海外的情形非

常熟悉，而对北方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认识不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的后果估计不

足。第三，可能还有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的想法，这与列宁和德国签订代价很大的布列斯特条约

有些类似。 

 

三、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规模爆发时，上述思想局限产生的危害就会集中表现出来，造成很大的危机。1907

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

命派为联络会党，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中重要人物有张百祥、

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等，共进会的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

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

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
2
 “十八星旗”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

一个具体结果。 

1908 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但联络会党很不顺利，而工作重点

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 9 月 14日湖北的共进会组织与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实

行合并，发动起义的条件接近成熟了。9 月 24 日，新军中的革命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意外发生

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总督瑞澂开始严密戒备。革命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10 月 6 日（阴历八

月十五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日制就，

                                                        
1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501-516 页，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502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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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备应用。会上决议以李白贞既长美术，又懂化学，一并交他办理。 李白贞接受了这两项任务，

就在党人所设的机关文艺俱乐部密室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红黄黑三种色布，照图裁剪粘

贴，交他的夫人陈氏缝就。”
1
 

可以看出，虽然后来“十八星旗” 被定为陆军军旗，但当时是把它作为新国家的国旗的，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把它当作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并列的确定国旗的三种选

择之一。10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 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头，成为革命的象征，

激励着革命军民的斗争意志。但它同时也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十八星旗”

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

域被排除在外，这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胁。 

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

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

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

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2
 

大约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

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

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是合十八省诸英雄倡此义举”。
3
可见

在武昌起义初期，军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国主义”的狭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汉族国家

为号召，还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共进会的排满立场在革命派中本来就较为偏激，加之两湖素以民气刚猛著称，故而当时武汉

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甚为狭隘激烈，革命军中的两个流行口号是“不准侵犯汉民”和“不准危

害外人”，
4
也就是说中国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护之列的，因此武汉满人被杀者有数百人

之多，虽妇孺亦有所不免，当然后来在西安被杀的满人还要更多。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收有以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

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产生于武昌起义之初，虽然流布不广，但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民

族情绪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后半部分是以发表于 1907 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

“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

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于

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抗……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

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

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5
这一

段对 1907 年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动在于：（一）原文“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

（二）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三）原文“与外胡响

应”改为“与外蒙响应”。
6
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比章氏檄文更加狭隘激烈，简

直带有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的气味，而且满人之外特别针对蒙古族。 

四川省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共进会在日本成立时四川会党首领张百祥曾被推选为总

                                                        
1 同上 521 页。 
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100 页，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 
3 《辛亥革命》（五）138 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4 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一）311 页。 
5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630 页，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7 年。 
6 军政府（章太炎）：“讨满洲檄”，《辛亥革命》（二）290页，中国史学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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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911年 11月 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

不过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英国驻成都总领事是这样描述的：“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

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

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

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1
可以看出，四川“十八星旗”颜

色不同，还多了一个代表汉族的“汉”字，但无论如何它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明确一致的，就

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温和

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湖北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

等相继进入革命领导层，特别是 11月底汉阳失守和 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

转移到南京。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力雄厚的地区，温和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渐渐取得了能够

左右整个革命形势的地位。此种转变使辛亥革命难以真正进行彻底，使得保守势力大量地保存下

来，以至于后来危害民国，这是勿庸讳言的，但同时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

到矫正，减少了革命的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1月初江浙一带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当时江浙立宪派和旧官僚在社会上地位声望很高，

因而转向革命后大量进入了领导层。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革命形势，在苏州宣布江苏省独

立，一变而成为江苏都督。同日，浙江独立，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

其美为都督。12 日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通电全国，请各省派代表

来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20 日，各省到沪代表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

也就是说此时“十八星旗”是民国中央政府的旗帜。 

12月 2日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 4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

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

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列席会议的还有章

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
2
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出，

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和与立宪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占有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

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建议规定国旗式样。经

过反复研讨，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

回、藏。”
3
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汉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

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

虑。 

而后“五色旗”被江浙一带的革命军采用，任鸿隽 12月 31日搭孙中山专车去南京时，在上

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

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

面也没有看见。”
4
当时 ，“青天白日旗”被两广革命军采用，“十八星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

用，是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 年 12 月 12 日，在武汉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齐集

南京，1912年 1月 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在南京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

                                                        
1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 247-249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 
2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248 页。 
3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66 页。 
4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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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旗。 

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当然倾向

于“青天白日旗”，1907年还曾经为“青天白日旗”几乎和黄兴闹翻，
1
同时认为“十八星旗” 的

主张也很正大。孙中山 1912年 1月 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

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

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

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

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2
  

然而“五色旗”1911 年 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

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优势。立宪派虽然和革命派一样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

但其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立宪派主张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

至灭亡，这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

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而且一时极能博得舆论界的同情；温和革

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较注意民族团结和领土问题，宋教仁还著有《间

岛问题》，专门论述东北中朝边境的延吉主权问题，甚至为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所借重；
3
旧官僚

更是反对一切激烈的思想，认为变动越少越好。 

即使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也认识到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

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

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并在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

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

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4
  

既然承认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且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统一为当务之急，就很难否认以

“五色旗”为国旗的主张，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标志着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在南方革命阵营里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论南北议和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方革命阵营达成

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想真正实现。 

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

革命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

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

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

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 1907年和 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方竟然一变而成为以瓜分中国

                                                        
1 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113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17 页。 
3 马文义：“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辛亥革命回忆录》（六）39 页。 
4 “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 1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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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 1911 年 10 月 23 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

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 O七年及一九一 O年两次秘

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

九 O 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
1
 10 月 24 日

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

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
2
 10

月 28 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

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

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3
 1912 年 1 月

13 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

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
4
可

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

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

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

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

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

布。”
5
 1911年 11月 30日，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

而后哲布尊丹巴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等的怂恿下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
6
。1912 年 1 月 3 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和日、俄两国的

策动下，内蒙古也渐渐呈现不稳迹象，1912 年 1 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

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
7
1912 年 1 月底，变乱已经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

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关于蒙古举

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

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

（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

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

于举兵。”
8
在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的十条契约中， 规定独立后任川岛为总顾问，

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这实际上是日本阴谋建立“伪

满洲国” 的第一次尝试。
9
 

国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

难。分裂意味着要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民族杂居区域中，人为划出一条原来并不存在的国境

                                                        
1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10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2 同上 109 页。 
3 同上 112 页。 
4 同上 134 页。 
5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二，第 903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年。 
6 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第 21、23、35页，吕一燃编，黑龙

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7 郝维民：“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第 426页。 
8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88 页。 
9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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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这时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相应的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

地划归乙国，民族仇杀就这样难以避免地爆发，几乎每一条新划出的边境线，都是由大量的鲜血

凝成。1947年 8月 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治，举国狂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沿着一条

在 36天里匆匆划定的边境线，两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面地奔逃，1400 万人

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即使在英印国军队的监视下，仍有大约 50万人在相互的沿途劫杀中丧生，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道理最悲惨的灾难之一，而且在双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战火绵延半个世纪

至今未熄，且不用说由敌意而产生的军备竞赛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国

家分裂和民族仇杀引发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大的冲突，已经使数万人丧生，这一地

区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
1
。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

“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
2
 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

见汉即杀”，
3
 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

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

“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

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
4
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在这样的民族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冲突各方都要遭受难以愈合的重大创伤，从这里可以清楚

地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汉族人口出现巨大增长，相对

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宗教（约 40%男性当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
5
，人口依旧很稀少，

6
汉

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数民族区域的压力虽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别是晚清改封禁政策为放垦政策后，

移民过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杂居区，因此一旦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很可能以非常大

的规模爆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

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是当时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

向的张作霖的态度。1912年 1月 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

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

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听从其

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

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
7
 1月 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谦太郎：“袁世

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

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
8
 2 月 3 日张作霖

第三次传言落合谦太郎，称：“日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

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

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9
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

比起来，当时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1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 298、313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2 前驻藏陆军军官袁铄、何化南等：《藏事陈略》，《民元藏事电稿 .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 146 页，西藏人民

出版社 1983 年。 
3 “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献电陈在藏官兵遇害情形”，同上书第 80 页。 
4 尚秉和：《西藏篇》，同上书，第 139、142 页。 
5 孟榘：《乌里雅苏台回忆录》，《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第 305 页。 
6 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 221 页。 
7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72 页。 
8 同上书第 74 页。 
9 同上书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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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形势判断颇为准确：“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

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

受这项解决办法。”
1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不久以后张作霖在袁世凯的

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可见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

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民国初年才会被称为缔造中华民国的四大伟人之一。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

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 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

月 28 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

本属同种” 的亲切表示
2
。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

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满、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层人物所左

右，南北议和成功使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

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而袁世凯对一直蒙

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腕，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

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内蒙古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

倍”
3
，终于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古族也陆续返回内蒙，

后来经过谈判外蒙也于 1915年 6月 7日取消独立，承认中国宗主权，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4
 

清帝退位意味着将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

围的连续性，所以英国和俄国虽然阴谋策动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声明承认中国在

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主权。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向来由清

帝在理藩院的协助下直接处理，为此清王朝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附近修建了外八庙，以接待

各族上层人物，而理藩院例来由满蒙王公大臣主持，汉族与各族的政治联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

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护者自居，1912 年 2 月 3 日清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

件旨”中还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
5
 因此 2 月 12 日清帝以退位

上谕中：“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认中华民国
6
，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 

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外各种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

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所幸经过全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绝大多数政治

派别的共同努力，南北议和终于取得成功，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当时唯一激烈反对

南北议和的只有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关系密切，来华参与革命的

日本人
7
。以往的论著多强调南北议和的妥协性，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

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难两全，惟其妥协，惟其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

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因此南北议和的

重大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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